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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多状态农村家庭收入特征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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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扶贫线动态变化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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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 2011 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调查”全国调查数据，通过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经济

状况家庭户之间的微观差异，探讨影响家庭经济收入的人口经济社会变量以及贫困状况对养老保险

缴费的影响。研究发现: ( 1) 性别和外出打工因素对农村家庭的等价家庭人均净收入有显著影响。

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收入在最高和最低收入组都显著较高，而外出务工经历不一定增加农民的家庭净

收入。( 2) 相对于收不抵支家庭，较高净收入家庭和高净收入家庭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和期望养老

金都更高。但期望养老金和养老金缴费水平最低的并非收不抵支家庭，而是低净收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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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尤其是农村地区贫困。消除贫困既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目标，也是中国“十三五”时期的重要任务。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指
示，要求各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因地制宜，针对不同贫困区、贫困户进行分类指导，落实
精准扶贫。2016 年国务院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实现 7000 万贫困人口脱贫的战略
任务。
在制定和评估反贫困政策时，需要一个准确的定量标准———贫困线来衡量。中国农村贫困

线的定义，是指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活所必须消费
的食物、非食物( 包括服务) 的基本费用，与国际通用的世界银行标准的定义基本一致。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共采用过三条不同生活水平的扶贫标准，

分别是 1978 年、2008 年和 2010 年标准。其余年度按照物价水平进行调整，以保证其可比性。
2010 年标准即现行农村扶贫标准，按 2010 年不变价计算的每人每年 2300 元，为当年全国人均
GDP 的 6．6%。按照计算，2016 年的全国扶贫标准为 2952 元。各省市按照当地实际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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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物价水平，可设立高于全国标准的地方扶贫标准。截至 2016 年，共有 15 个省( 直辖市、自治
区) 设立了自己的省级扶贫标准( 见表 1 ) ，与各省当年人均 GDP 的 6．6%大致相当，因此本研究
将人均 GDP 的 6．6%作为设定建议贫困线的一个标准。以江苏省为例，2016 年扶贫标准 6000
元，与江苏省 2016 年人均 GDP 的 6．6%———6287 元相近。

表 1 2016 年全国及各省、市、自治区扶贫标准

地区 扶贫标准( 元) 人均 GDP 的 6．6% ( 元) 地区 扶贫标准( 元) 人均 GDP 的 6．6% ( 元)

全国 2952 3563 青海省 2952 2873

北京市 2952 7590 海南省 2965 2921

天津市 2952 7557 陕西省 3015 3326

山西省 2952 2323 河北省 3026 2812

内蒙古自治区 2952 4889 河南省 3026 2788

上海市 2952 7498 湖南省 3026 3031

安徽省 2952 2580 重庆市 3100 3822

江西省 2952 2647 四川省 2736 2620

湖北省 2952 3622 贵州省 3146 2186

广西壮族自治区 2952 2500 吉林省 3200 3582

云南省 2952 2063 辽宁省 3247 3322

西藏自治区 2952 2319 山东省 3402 4469

甘肃省 2952 1812 福建省 3550 4881

宁夏回族自治区 2952 3097 广东省 4000 480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952 2668 浙江省 4600 5514

黑龙江省 2952 2669 江苏省 6000 6287

注: 在 15 个设置省级扶贫标准的省份中，海南、河北、河南、四川、贵州省的扶贫标准高于省人均 GDP 的 6．6%，扶贫标准

相对超前，其余省份均低于当年人均 GDP 的 6．6%，比较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以下简称新农保) 于 2009 年 9 月开始试点开展，至 2012 年末，全
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已实现全覆盖。2014 年，新农保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合并，统称为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 以下简称城乡居保) 。城乡居保是普惠式的基础养老金，是社会福利性的保障，
通过履行较少的缴费义务或不缴费，老年群体就能够直接享受公共转移支付。设计的初衷是解
决城乡无养老金的老年贫困问题。在新农保前期试点及调研中发现，农村老年人在尚有余力进
行耕作或与子女同住时，并不是缺乏粮食、衣物等基本温饱物资，而是缺少购买商品的机动资
金。在新农保以及城乡居保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其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村贫困的效用逐渐得
到研究证实。张川川等的研究发现，新农保养老金收入显著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提
高了其主观福利，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庭消费和减少了老年人劳动供给［1］。范辰辰等的研
究补充发现，减贫效果对农村老年人更为显著，对处于缴费阶段的农民较不明显［2］。朱火云将
老年贫困分为收入贫困、健康贫困和精神贫困三方面，发现由于覆盖缺口和待遇水平较低，城乡
居民养老金虽然有助于减少收入贫困，但对健康贫困和精神贫困的影响不显著［3］。

2007 年至 2016 年底，全国人均 GDP 由 3088 美元提高到 8129 美元 ( 见图 1 ) ，预计将在 21
世纪中叶接近 40000 美元。从未来的城乡居保制度及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来看，该制度的缴费水
平和待遇水平会有一个逐步适应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尤其是随着被征地农民数量和对农

村贫困人口精准扶贫搬迁政策实施后其城镇化、市民化速度的加快，会有逐步的渐进式的提高
和调整。实际上，自 2013 年以来，中国不少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该制度
的缴费水平和待遇水平都适当地进行了调整; 中央政府在 2015 年也对该制度的基础养老金待
遇进行了调整，从 2011 年占人均 GDP 的 1．73%提升到 2014 年的 2%。按照党的十八大五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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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出的“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根据 2011 年至今所确定
的人均 2300 元不变价的扶贫线测算，基本养老金待遇与扶贫标准之间仍有 4 ～ 5 个百分点的差
距。米红等学者认为该制度的养老综合待遇水平比重应当逐步提升到人均 GDP 的 6．6%［4］，以
补足老年贫困的缺口，使不断完善的城乡居保制度成为扶贫工作的重要安全网。

图 1 全国人均 GDP 及贫困线预测( 2011—2050)

注: 以 10%人均 GDP 计算的建议贫困线，将在 2035 年达到台湾地区老农津贴当前水平( 台湾地区老农津

贴 2016—2019 年补助标准为 87072 元新台币 /年，约为 19170 元人民币 /年) 。以 6．6%人均 GDP 计算的建议贫

困线将在 2050 年后接近台湾地区老农津贴当前水平。

2011 年，国家人社部农村养老保险司与浙江大学社会保障团队在全国六省区十个新农保试
点县开展了试点评估调研，旨在评估新农保养老金对老年人口的实际影响以及未来老年人

口———缴费人群的缴费和养老意愿。本文运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调查问卷”数据，通过收
入特征聚类比较不同经济状况家庭户之间的微观差异，探究影响家庭经济收入和支出的人口经

济社会变量，以及贫困状况对养老保险缴费的影响。

二、数据及变量说明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浙江大学社会保障政策仿真与人口数据挖掘课题组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调查问卷”。该研究于 2011—2013 年分别在全国东中西部 11 个省份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
问卷包括三类: 个人问卷、村问卷及县问卷。个人问卷内容由个人基本信息、家庭成员情况、家
庭收支情况、工作情况、养老金情况、主观预期寿命六方面构成，依据 60 周岁以上对 16 ～ 59 周
岁的比例为 3 ∶ 7 抽取被访者。村问卷包括养老金发放、政策了解、金融服务等内容。县问卷包
括经济发展状况、人口构成、新农保参保概况等内容。第一阶段，按与规模成比例的方法( PPS)
从调研地市依据经济发展水平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乡镇，一般来说，人口规模越大的区县，选取

的街道乡镇数量越多。第二阶段，在样本街道乡镇范围内，根据上述抽样比例要求，按“定额抽
样”法选取调查对象。本调查样本的最大特点是其空间分布广，能够更好地反映全国各地社会
养老保险的实施情况，且设置了完整的家庭收支模块，数据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由于这是一
个非随机样本，无法计算抽样误差以及精确度等指标，因此不可能对“代表性”进行定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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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一般的非随机抽样样本相比，根据经验判断，其代表性应当属于较好的类型。
为避免不同调查时间对问卷数据和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仅选取了 2011 年山东、四川、辽

宁、河北、湖北、甘肃等六省区的个人问卷数据。60 周岁以上领取待遇人口有效问卷为 2186
份，60 周岁以下缴费人口有效问卷为 6962 份，样本数据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根据本文的研究
需求，最终选取研究对象为“60 周岁以下，农村户籍，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被访者，且全部信息
完整的样本，共 5473 人。
( 二) 描述性统计

由于调查针对农村户籍，男性应答较多，被调查者中的 74．44%为男性，中青年人口外出务
工较多，被调查者中超过半数为 45 ～ 60 岁; 61．01%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在家庭特征方面，被
调查者家庭的平均规模为 2．89 人，小于 2011 年农村居民平均每户常住人口 3．9 人，被调查者家
庭年收入均值为 23087．79 元，略低于 2011 年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 27211 元①，被调查者家庭年
支出为 16829．32 元。在社会保险方面，71．99%的被调查者每年参保缴费 100 元，为可选择的最
低额度; 然而 42．41%的被调查者期望能领取的养老金高于 500 元 /月。调查样本比较均匀地覆
盖了东、中、西三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 表 2 ) 。

表 2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变量 比例( % ) /均值 变量 比例( % ) /均值

性别 家庭规模( 人 /户) 2．89

男性( = 1 ) 74．44 参保水平( 元 /年)

女性( = 0 ) 25．56 0 ～ 100 71．99

年龄结构 100 ～ 200 8．48

16 ～ 29 岁 7．36 200 ～ 300 5．08

30 ～ 44 岁 37．75 300 ～ 500 6．74

45 ～ 60 岁 54．89 500 ～ 1000 6．36

婚姻状况 1000 以上 1．35

在婚 97．59 期望养老金( 元 /月)

非在婚 2．41 55 ～ 200 6．08

受教育程度 200 ～ 300 12．72

文盲( = 1 ) 2．25 300 ～ 400 17．54

小学( = 2 ) 20．74 400 ～ 500 21．25

初中( = 3 ) 61．01 500 以上 42．41

高中及以上( = 4 ) 16．01 自我预期寿命( 岁)

是否外出打工过 65 ～ 70 3．44

否 61．05 70 ～ 75 25．07

仅省内 26．04 75 ～ 80 47．93

省外 12．92 80 ～ 85 5．44

家庭年收入( 元) 23087．79 85 以上 18．13

家庭年支出( 元) 16829．32 区域

参保类型 东部地区( = 1 ) 43．78

新农保 97．96 中部地区( = 2 ) 21．16

城居保 1．22 西部地区( = 3 ) 35．06

被征地保障 0．82 样本量 5473

注: 由于样本原因，本文将未婚、离婚、丧偶这三种婚姻状态简化统称为“非在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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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

( 一) 等价家庭人均净收入( En )

为了考察家庭的贫困状况，本文采用等价家庭人均净收入( equivalised household net income
per capita，En ) 这一指标，即考虑家庭规模和边际消费的家庭人均净收入。通常以 En = Yn /NS 表

示，En 为等价家庭人均净收入，Yn 为总的家庭净收入，即家庭总收入减去家庭总消费。N 为家
庭规模，由于家庭规模增加不会带来等比的消费支出，学术讨论中常将除第一个人外的每个人

赋予小于 1 的数值; 在 OECD 国家的统计中，常用 0．7 代替第二个及以后的家庭成员，本文采取
这种设定。S 为规模效应的指标。在发展中国家，S 通常定义为 1，越是发达国家，S 越倾向于
0．5。为简化模型，本文中将 S 设定为 1 ( 图 2 ) 。同理，以 Ei 表示等价家庭人均收入，Ec 表示等

价家庭人均支出。

图 2 等价家庭人均净收入分布( 单位: 元)

( 二) 交叉分析

按等价家庭人均净收入的四分位分布以及是否大于 0，本文将样本家庭分为五组: 收不抵支
家庭( En＜0 ) 、低净收入家庭( 0＜En＜526 ．32 ) 、较低净收入家庭( 526 ．32＜En ＜2352 ．94 ) 、较高净
收入家庭( 2352 ．94＜En＜5294 ．12 ) 、高净收入家庭( En＞5294 ．12 ) 。等价家庭人均净收入超过中
位数的家庭，经济状况较优; 低于中位数的家庭，经济状况较差，有陷入贫困的风险; 等价家庭人

均净收入为负数的家庭，收不抵支陷入贫困( 暂时性或长期性贫困) 。
表 3 五类家庭的基本特征

变量 收不抵支家庭 低净收入家庭 较低净收入家庭 较高净收入家庭 高净收入家庭

性别( 男性比例，% ) 65．59 65．25 74．18 78．61 79．33
婚姻( 在婚比例，% ) 97．91 95．88 97．31 98．01 97．96
外出打工( % ) 29．09 33．42 39．78 40．94 43．23

参保类型( 新农保比例，% ) 97．15 96．85 96．04 96．38 97．09
年龄( 岁) 46．83 45．85 45．15 44．57 43．37
教育( 均值) 2．79 2．69 2．86 2．95 3．08
家庭收入( 元) 13890．21 15020．75 18494．85 24689．77 34297．31
家庭支出( 元) 29329．09 14810．7 15082．73 16164．32 15641．97
期望养老金( 元) 419．2 397．34 426．12 445．24 443．3
养老金缴费水平( 元) 176．92 165．47 197．91 229．99 273．06
自我预期寿命( 岁) 77．72 77．05 77．93 78．38 78．57
样本数 526 826 1340 1407 1374

从表 3 中可以发现，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男性为户主、有外出打工经验的比例较高，婚姻
状态和参保类型的分布不明显。平均年龄、家庭规模与经济状况基本呈反向趋势。教育程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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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其中高净收入的家庭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其他家庭的平均教育程度不

到初中水平。在养老保险方面，经济状况越好的家庭期望的养老金额越高，缴费水平也越高。
同时，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自我预期的寿命也较高。
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在社会保险的参保以及养老金期望上表现显著不同。( 1 ) 相对于收不

抵支家庭，低净收入家庭的期望养老金低 21．86 元; 而收入较高和高净收入家庭的期望养老金
分别高出 26．04 元和 24．1 元。( 2 ) 相对于收不抵支家庭，较高净收入家庭和高净收入家庭的养
老保险缴费水平都更高，分别高出 53．07 元和 96．14 元。 ( 3 ) 期望养老金和养老金缴费水平最
低的并非收不抵支家庭，而是净收入大于零但处于下四分之一的低净收入家庭。见表 4。

表 4 贫困分组* 社会保险表现

贫困分组 期望养老金 缴费水平

家庭经济状况( ref．收不抵支家庭)

低净收入家庭 －21．86＊＊ －11．45

较低净收入家庭 6．92 20．99

较高净收入家庭 26．04* 53．07＊＊＊

高净收入家庭 24．10* 96．14＊＊＊

注: ＊＊＊、＊＊、* 分别代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 三) 回归分析

建立 OLS 回归模型，分别对 En、Ei、Ec 进行回归分析( 表 5 ) 。分析结果显示，区域、年龄、教
育程度对等价家庭人均净收入有显著影响。就样本总体而言，西部比中部、东部家庭的 En 低

1330 元和 2660 元; 被调查者年龄每提高一岁，En 降低 40．21 元; 教育程度增加一个等级，En 平

均提高 700 元。此外，家庭所在区域、受教育程度分别对收支都有显著影响; 性别、年龄、自我预
期寿命等因素显著影响家庭收入。

表 5 家庭人均收支回归结果

变量 等价家庭人均净收入 等价家庭人均收入 等价家庭人均支出

区域 －1330．11＊＊＊ －2240．39＊＊＊ －808．98＊＊＊

性别 －67．56 －491．77＊＊

年龄 －40．21＊＊＊ －45．03＊＊＊ －5．15

教育程度 700．75＊＊＊ 1776．53＊＊＊ 1061．89＊＊＊

自我预期寿命 －120．66 －285．28＊＊＊

常数项 5755．26＊＊＊ 13108．26＊＊＊ 6386．83＊＊＊

注: ＊＊＊、＊＊、* 分别代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为了区分收入型贫困和支出型贫困，继续按上文的净收入分组对等价家庭人均收入和支出

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6。
表 6 等价家庭人均收入回归结果

变量 总体 收不抵支家庭 低净收入家庭 较低净收入家庭 较高净收入家庭 高净收入家庭

区域 －2240．39＊＊＊ －1639．13＊＊＊ －2024．84＊＊＊ －1071．14＊＊＊ －632．17＊＊＊ －67．34
性别 －491．77＊＊ 796．27＊＊ －56．56 －74．07 －2292．27＊＊＊

年龄 －45．03＊＊＊ －40．63＊＊ －14．46 －19．61
教育程度 1776．53＊＊＊ 768．14＊＊＊ 379．45 565．24＊＊＊ 721．25＊＊＊ 2598．69＊＊＊

外出打工情况 505．45* 288．99 －139．51 16．52 －956．42＊＊

自我预期寿命 －285．28＊＊＊ 8．67 －658．02＊＊

常数项 13108．26＊＊＊ 6807．89＊＊＊ 12171．34＊＊＊ 9048．07＊＊＊ 9956．61＊＊＊ 15090．31＊＊＊

样本量 5473 526 826 1340 1407 1374

注: ＊＊＊、＊＊、* 分别代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在经济状况不同的家庭中，影响收入的因素相同，相同因素的影响方式也不尽相同。回归
发现: ( 1 ) 尽管总体上看，东部家庭的收入高于中部，中部家庭高于西部，但家庭的经济状况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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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所在区域对家庭的收入影响越小。 ( 2 ) 总体来看，被调查者是女性的家庭收入低于被调查
者是男性的家庭。分组发现，除收不抵支家庭外，家庭的经济状况越好，性别对家庭的收入影响
越大。但在收不抵支家庭中，被调查者为女性的家庭收入高于男性。 ( 3 ) 家庭的经济状况越
好，教育程度对家庭收入的正向影响越大。( 4 ) 外出打工情况在不同的家庭中表现出明显的差
异，在收不抵支的家庭中，外出打工能显著增加家庭人均收入 505．45 元，然而在高净收入的家
庭中，外出打工显著减少了家庭人均收入 956．42 元。

表 7 等价家庭人均支出回归结果

变量 总体 收不抵支家庭 低净收入家庭 较低净收入家庭 较高净收入家庭 高净收入家庭

区域 －808．98＊＊＊ －4272．64＊＊＊ －2031．02＊＊＊ －953．881＊＊＊ －597．97＊＊＊ －39．39
性别 2359．36 －1264．78＊＊＊

年龄 －5．16 －41．96＊＊ －11．17 －18．13
教育程度 1061．89＊＊＊ 1129．71 368．30 539．79＊＊＊ 669．15＊＊＊ 1790．09＊＊＊

外出打工情况 2897．32＊＊＊ 292．58 －178．43 －3．41 －575．45＊＊

自我预期寿命 19．18 －458．87＊＊＊

常数项 6386．83＊＊＊ 16617．97＊＊＊ 12161．52＊＊＊ 7263．16＊＊＊ 6396．08＊＊＊ 6367．39＊＊＊

样本量 5473 526 826 1340 1407 1374

注: ＊＊＊、＊＊、* 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对样本总体的回归中，显著影响的因素较少，但分组后影响家庭支出的变量增多，各组之间

有明显的异质性。( 1 ) 东部家庭的支出高于中部，中部家庭高于西部，但家庭的经济状况越好，
所在区域对家庭支出的影响也越小。( 2 ) 总体来看，性别对家庭支出的影响不显著。然而分组
发现，在高净收入家庭中，被调查者为女性的家庭支出显著少于男性。 ( 3 ) 家庭的经济状况越
好，教育程度对家庭支出的正向影响越大。( 4 ) 外出打工情况在不同的家庭中表现出明显的差
异，在收不抵支的家庭中，外出打工显著增加了家庭人均支出 2897．32 元，然而在高净收入的家
庭中，外出打工显著减少了家庭人均支出 575．45 元。

四、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依据等价家庭人均净收入的概念将农村家庭聚类为收不抵支、低净收入、较低净收
入、较高净收入和高净收入家庭五类，不仅可以区分出精准扶贫政策的不同对象，而且五类家庭
更可以视作扶贫标准由低到高调整的动态过程。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保障、引导预期”的民生工作总思路，不仅

为扶贫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扶贫标准的科学测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新农保试点县的评估调
查发现，“未来的老年人口”———五类家庭缴费人群的养老金期望均值分布在 397 ～ 445 元之间，
即年养老金收入 4764 ～ 5340 元，都远高于各地的新农保养老金标准，且高于 2016 年全国扶贫
标准; 低于部分经济发达省份的省级扶贫标准以及 2016 年全国人均 GDP 的 6．6%。实际的养
老金供给与缴费人口的养老金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缺口，扶贫标准的科学提升将为实现养老需

求提供重要支柱。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区域、年龄、教育程度因素对农村家庭的等价家庭人均净收入均有显著

影响。东部家庭的收支均高于中部家庭，中部家庭高于西部家庭，家庭经济状况越好，所在区域
对家庭收支的影响越小。年龄的提高显著减少了家庭净收入。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的收入和支
出都越高，且这一趋势随着家庭经济状况的好转而更加明显。
有趣的是，分组分析还发现，在收不抵支家庭中，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收入高于男性为户主的

家庭，并且支出也显著高于男性为户主家庭。在高净收入家庭中，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支出显著
少于男性。以往研究认为，女性的风险的意识更强，因此在特别贫困状态下更可能采取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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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决策、控制支出，从而维持相对较低的收支缺口; 在高收入状态下，也更可能采取储蓄等方
式保证日后的现金流。本研究的结果验证了高收入状态下女性的保守倾向，但对贫困状态下女
性是否较为保守提出了质疑。
外出打工经历分别对收不抵支家庭和高净收入家庭有显著影响。外出打工的经历显著增

加了收不抵支家庭的收入，但更大幅度地增加了家庭的支出; 外出打工的经历显著减少了高净

收入家庭的支出，也更大幅度地减少了家庭的收入。因此对这两类家庭而言，外出打工对增加
家庭净收入并无好处。这与通常认为城镇就业具有更高工资率的概念相悖，这是由于城市就业
环境对农民工素质进行了筛选，收不抵支家庭的农民工往往是一些低学历、低技能、劳动力市场
上主要的流动劳动力群体，容易成为失业人群并回到流出地［5］，即存在样本的选择性偏误。高
净收入家庭的农民工在原住地就能找到较高工资的工作，外出打工的吸引力较弱。因而，我们
建议充分发挥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特别是基层平台的作用，主动为农村贫困劳动力提供政策咨

询、岗位信息、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服务，鼓励贫困人口完成就地就业。
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在社会保险的参保上表现出显著不同。相对于收不抵支家庭，较高净

收入家庭和高净收入家庭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也都更高。缴费水平最低的并非收不抵支家庭，
而是净收入大于零、但处于下四分之一的低净收入家庭。已有的研究将贫困状况分为两类，一
是暂时性贫困，二是持续性贫困。暂时性贫困的家庭往往是因为一些重大生活事件而导致的大
笔经济支出，如重病、事故等，其金融理念仍维持在变故之前，对老年生活的参保行为尚未作出
调整。持续性贫困的家庭长期处于贫困之中，享受低保、五保等社会保障制度的福利，对社会保
障的依赖更加明显［6］。低净收入家庭恰恰两不沾，故而期望养老金和养老金缴费水平都最低。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贫困人口享有国民财富再分配的权利，但在扶贫的进程中必须

警惕“福利依赖”的问题。不当的养老金缴费选择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延续性贫困”，导致贫困
问题在个人生命历程中的传递，加重贫困人口的“福利依赖”。摆脱贫困还需要培养贫困人口
的劳动力素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无论是进城务工还是返乡就业，只有充分的就业培训
和就业保障才能保障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从源头上防止其陷入收入性贫困。要充分利用社会
保障政策的抓手，诸如灵活居家就业、专岗安置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创业补贴等惠农措施
实现贫困人口的就业扶贫。
本研究调查涉及的主要是人口流出地的农村人口，在年龄和外出务工状态上都存在一定的

选择性偏误，但由于样本规模、覆盖面和抽样方法的原因，仍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并且由于中
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人口流出地，扶贫对象与本研究调查对象的重合度较高，因此本研

究对分析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影响因素以及社会保障有着较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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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Normative governance involves a certain amount of foundation，other-
wise，the mere optimization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cannot guarantee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ance．
The governance practice of the W Village in Nanjing shows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the degree of stylization of rural society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W Village
are relatively high，and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a normative governance model is
shaped． In the process of actual operation，the village nominative governance and effective village gov-
ernance and stable governance pattern have been realize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ule－based
governance mechanism，the clear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mechanism，and the disclaimer
traces of the work mechanism．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ur-
banization． Only by adapting to the urban governance mode，can the normative governance model be ef-
fectively operated and th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ruly realized．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ocial Memory of‘New Urban Ｒesidents’in Urbaniza-
tion Progress
HE Wei，WEN Jun

The“new urban residents”who have moved into towns and cities have gone through the“urbani-
zation”under the government definition and at the social cognitive level． However，those“new urban
residents”still sustain their life style，mode of communication，ritual behavior and social relation in
their“peasants”way． This is not only a profound historical manifestation of“villagers”memory，but
also the expression of the memory which is embedded in the rural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the life
trajectory of farmers．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treating the social memory as the theoretical per-
spective，and taking the policy of“urbanization”as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which would influence the
social memory framework，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methods and paths to maintain and construct
the social memory under the“new urban residents”life changing progress． Meanwhile，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logic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cial memory of“new citize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policy and power，so as to further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Villager Self－governanc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Pat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ZHANG Yijie

The predicaments such as unscientific rural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unbalanced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are caused by the current villagers’self－governance，which prevents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leads to the distortion and unbalanc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The further perfection
of the villager self－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upgrading of the new era village governance level are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a transformation path for perfecting the villager self－ governance system under the
new institutional requirement is offer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ystem appeal and the difficulties
caused by inadequate supply through constructing a lagged system supply model．

Cluster and Influencing Factor Analysis of Income Characteristicsof Chinese Multistate Ｒural
Households: Based on the Dynamic Chang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Line
MI Hong，LIN Xinhao，FAN Jin

Using the data from the“New Ｒ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Study”in 2011，this paper discus-
ses the microscopic differences between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conditions，and examines
the influences of household income through demographic，economic and social variables and the effect
of poverty status on pension insurance pay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ctors of“gender”and
“work－based migration” illustrat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equivalised household net income
per capita of rural household． The family income of households with female hosts displays high levels
both in the groups with the highest and lowest income; while migrant working experiences may not in-
crease their household net income． In addition，compared with the households that cannot make both
ends meet，the households with high and higher net income have higher pension insurance payment l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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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as well as pension expectation，and the households with low net income have lowest pension insur-
ance payment level as well as pension expectation，but not the households that run behind their expen-
ses．

An Analysis on Poverty Ｒeduction Mechanism by Agricultural－Ｒelated E－Commerce
NIE Fengying，XIONG Xue

Agricultural－related E－commerce ( AE) is an effective and targeted measure to reduce poverty un-
der the new macro － economic normal condition． Following the “point － line － surface” routine，the
poverty reduction mechanism by AE at the levels of farmers，industry and rural areas is analyzed with
multiple cases based on field interviews and literature review． It is found that AE has huge potential in
promoting the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 for farmers，increasing the revenue and empowerment，
challenging and boosting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upgrading and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improv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rural economy，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and alleviating the left－be-
hind children situation and other social problems． However，there are still four kinds of problems in
practice，namely product or service selection，lack of motivation，high logistics cost，low level of infor-
mation and financial exclusion． Finally，some pertine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he Impacts of Clan on Ｒural Land Tenure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Situational Division
and Evidential Studies of Village Democratic Election
QIU Tongwei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lan and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in the vil-
lage－level land tenure implementation，this paper employs households and village survey data collected
by CLDS project in 2014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clan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on land ten-
ure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democratic governance represented by democratic selection，the re-
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lan negatively affects land documents issuing and positively affects land
redistribution．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in implementing village democratic selection，the clan has
strengthened a negative impact on land documents issuing for grassroots governance embedded by tradi-
tional habits． Meanwhile，the combination of clan power and governance inhibit the land documents is-
suing and land redistribution，but through restricting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giving way to self－gov-
ernance，the democratic governance can chan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s to turn the clan
power“kidnapped”by administrative power into self－governance by clan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positive role of informal social arrangement in village land tenure protection should be given play to
through administrative power giving way to self－ governance power，government supporting autonomy，
governance diversific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among other measures，to avoid the authority capitaliza-
tion caused by the collus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the clan power and rationally use self－enforcing
function of informal governance．

On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Normative Legislation of the“Division of Three Ｒights”
Ｒelating to Agricultural Land
LIU Hengke

Theoretically，in the context of the“division of three rights”，the right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
ship，which is public and social right in nature，remains to dispose the collective land，including set-
ting and reclaiming the household right to the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land． The contractual right in
the policy of the“division of three rights”represents the household right to the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land，the right capacity of which is restricted owing to the managerial right． The legal nature of man-
agerial right，which is set on the household right to the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land，can be deemed
as usufructuary right in nature． As to the normative civil legislation，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division of three rights”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e－existing right system，including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and the household right to the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land，which is provided in the cur-
rent law． It is imperative to strengthen the household right to the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land from
the aspects of registration，the definition of permanent stability and the reinforcement of right capacity．
Compared wit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the managerial right should not be provided as usufruc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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